
山西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左”倾偏向何以

发生

王志峰(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摘要:日本大规模侵华后ꎬ为了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支持ꎬ共产党

将土地革命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ꎮ 但山西地权呈分散之势ꎬ租佃关系

不占主导地位ꎬ“二五减租”对自耕农吸引力不大ꎻ“分半减息”实行后ꎬ

农村借贷关系几乎完全停滞ꎬ边区政府故此取消了借贷利率的限制ꎮ 在

现实困境之下ꎬ共产党把减租减息与反贪污、反恶霸、反维持、反黑地、反

汉奸斗争相结合ꎬ利用“清算旧账”没收并分配了地富的土地、浮财和房

屋ꎬ调动起了只交税不交租的自耕农的积极性ꎮ 但是ꎬ人地比例失调、资

源总量匮乏的“资源陷阱”ꎬ宁“左”勿右的政策取向所造成的结构性痼

疾ꎬ经济政治利益驱动下干部的行为主导ꎬ以及“运动”起来的农民容易

失控脱序的二难选择ꎬ共同导致并加剧了“左”倾偏向的出现ꎮ

关键词:减租减息　 “内卷化” 　 “左”倾偏向

一、引言

山西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ꎬ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ꎮ 因位于太

行山以西ꎬ故名山西ꎻ黄河以东ꎬ别称河东ꎮ 由于四周山水环绕ꎬ素有“表

里山河”之称ꎮ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ꎬ长征到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

军三个师ꎬ随即开赴到山西五台山、管涔山、太行山区抗日前线ꎬ并将晋

东北、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等游击区扩大转化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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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山东等四大块根据地ꎮ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间ꎬ八路军从初渡黄河时的 ２

万人发展到 ７０.５ 万人(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ꎬ１９９７:４４２)ꎬ①民兵、游击队

等地方武装也呈现出了惊人的发展ꎮ 到抗战胜利时ꎬ晋察冀边区军民歼

灭日、伪军 ３５ 万人ꎬ太行、太岳边区军民歼灭日、伪军 １８ 万人ꎬ晋绥边区

军民歼灭日、伪军近 １３ 万人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ꎬ２０１１:５５３)除了

为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外ꎬ根据地民众为前线供应了包括粮

食、被服等在内的大量军需物资ꎬ还担负起了包括运输、警戒、救护伤员、

站岗放哨、打扫战场等诸多繁重的战勤任务ꎮ 尽管山西自然资源比较贫

乏ꎬ太行、太岳、晋绥各根据地还是为中央提供了相当的物力、财力支持ꎬ

仅晋绥边区的支援就占到其总收入的 ５０％ —６０％ ꎬ有时甚至高达 ８０％ 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ꎬ２０１５ꎬ“晋绥”:２９８)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

巨大的牺牲和贡献ꎬ有力地支援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ꎮ

但山西土地贫瘠粗劣ꎬ气候干旱少雨ꎬ农业生产方式落后ꎬ农业生产

力低下ꎬ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８３.９％ ꎬ(郑会欣ꎬ２０１０:１７)如何把广大民

众发动起来不但关系着山西抗战的成败ꎬ而且关系着华北乃至整个中国

抗战的大局ꎮ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ꎬ共产党推动了包括减租减息

在内的社会经济改革ꎬ对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各个阶层展开了强有力的

动员ꎮ 但山西佃农所占比例不大ꎬ从减租政策中获益的人群有限ꎻ“分半

减息”导致农民告贷无门ꎬ边区政府做出了取消借贷利率限制的决定ꎮ

在此现状之下ꎬ笔者思考的问题是:山西敌后根据地是如何调动起巨大

的人力、财力、物力服务于抗战的? 减租减息是如何唤醒根据地民众特

别是中农抗日热情的? 如果不是减租减息政策ꎬ那又会是什么运动? 减

租减息与反贪污、反恶霸、反维持、反黑地、反汉奸斗争之间是什么关系?

运动中为什么会出现“左”倾行为? 为什么“左”倾偏差反复发生ꎬ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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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 １２９ 师从初渡黄河时的 ９０００ 余人发展到近 ３０ 万人ꎬ第 １２０ 师由 ８０００ 余人发展到 ８.５ 万

人ꎬ第 １１５ 师和晋察冀部队由 ３０００ 余人发展到 ３２ 万人ꎮ”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１９９７):«中

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ꎮ



整个抗战的始终? 民众动员与乡村资源匮乏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弥合吗?

为什么会出现宁“左”勿右的政策取向偏差? 干部们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又该如何看待? 从传统伦理道德束缚下被“解放”的农民运动为何容易

失控脱序?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问题ꎬ学术界关

注较多①ꎬ但对于抗战时期减租减息运动中出现的“左”倾偏向ꎬ目前学

术界鲜有论述ꎮ 笔者不揣浅陋ꎬ尝试着进行探索ꎬ以窥究竟ꎮ

二、土地租佃不占主导地位、农民负债率上升

按农民的土地关系来划分ꎬ山西是自耕农为主的社会ꎬ无论是自耕

农的户数ꎬ还是自耕农拥有的土地ꎬ都占到山西的一半以上ꎬ佃农所占比

例不大ꎮ 按农民的生产关系来划分ꎬ地主和贫雇农都只占人口和土地的

少数ꎬ中农占到人口的四成五ꎬ土地的五成五(见表 ５)ꎬ土地租佃问题并

不突出ꎮ 但山西灾害频繁发生ꎬ土地硗薄难耕ꎬ耕地不敷分配ꎬ土地—人

口比例失调ꎬ劳动边际报酬递减ꎬ陷入极度“过密化”的困境ꎮ 国际上有

帝国主义的掠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ꎬ国内又有政治不靖、战乱不断、

赋税加重等问题ꎬ农村负债户增多ꎬ农民负债率上升ꎬ山西经济到了财竭

民穷的地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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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中共土改ꎬ为了什么»ꎬ«文史参考»第 ８ 期ꎬ第 ７０—７３ 页ꎮ 张鸣(２００３):«动员结构

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１９４６—１９４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ｉｓｉｘｉ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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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权相对分散和地权分配不均并存

１.山西农田整体状况

关于抗战前山西的耕地面积ꎬ因为缺乏精密测量ꎬ目前没有统一的

数字ꎮ １９３２ 年和 １９３５ 年ꎬ以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和实业部国家

国际贸易局为调查方ꎬ分别对山西省 １０５ 个县各调查了一次ꎬ统计结果

见表 １ꎮ

表 １　 山西农田总面积及户均耕地面积

年份 农田总面积(亩) 农户数(户) 户均耕地(亩) 备注

１９３２ ６０ꎬ５６０ꎬ０００　 １ꎬ８７４ꎬ１００ ３２　
保留小数点后一

位ꎬ为 ３２.３

１９３５ ５７ꎬ１４２ꎬ８９１.８６ １ꎬ８２９ꎬ８３６ ３１.２

　 　 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２０１２):«民国山西实业志»(上)ꎬ太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ꎬ第一(乙)、九(乙)页ꎮ

１９３２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ꎬ山西的农田总面积为 ６０ꎬ５６０ꎬ０００ 亩ꎬ户均

耕地面积为 ３２. ３ 亩ꎮ 根据 １９３５ 年度申报年鉴ꎬ从事农业的人口为

９ꎬ７４５ꎬ０００人ꎬ(郑会欣ꎬ２０１０:１７) 可以计算出人均耕地面积为 ６.２１ 亩

(见表 ２)ꎮ

表 ２　 华北总面积对耕地面积及每农户每农业人口耕地面积比较

省别 总面积(亩) 耕地面积

总面积对

耕地面积

百分比　

每农户

耕地面

积　 　

每农业

人口耕

地面积

河北省 　 ２６ꎬ７２１ꎬ８６０ ２０ꎬ６６２ꎬ０００ ４５.２２ ２４.５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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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别 总面积(亩) 耕地面积

总面积对

耕地面积

百分比　

每农户

耕地面

积　 　

每农业

人口耕

地面积

山东省 ２５０ꎬ１８２ꎬ０００ １０３ꎬ４３２ꎬ０００ ４４.２３ １８.７ ３.６０

山西省 ２６３ꎬ４１６ꎬ３２０ ６０ꎬ５６０ꎬ０００ ２２.９９ ３２.３ ６.２１

河南省 ２７６ꎬ０６５ꎬ５３２ ２２ꎬ６９１ꎬ０００ ４０.８２ ２２.３ ４.２８

察哈尔省 ４３ꎬ２５０ꎬ７６０ ３９ꎬ９９８ꎬ０００ ９.５０ １２９.４ ２４.８８

绥远省 ４９４ꎬ８８８ꎬ９４０ ４４ꎬ４５２ꎬ０００ ８.９２ １７９.８ ３４.２３

计 １ꎬ３５４ꎬ５２５ꎬ４１２ ２９１ꎬ７９５ꎬ０００ ２８.６２ ６７.８３ １３.０２

　 　 备考:根据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编«华北劳动问题概说»三十三页ꎮ

资料来源:郑会欣主编(２０１０):«战前及沦陷期间华北经济调查»(上)ꎬ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ꎬ第 １７ 页ꎮ

在华北六省中ꎬ除察哈尔、绥远外ꎬ山西的户均、人均耕地面积皆高

于其余 ３ 省ꎬ更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值ꎮ 但山西地处高寒ꎬ土地瘠劣ꎬ水地

极少ꎬ多为旱地ꎮ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国家国际贸易局 １９３５ 年的调

查ꎬ山西农田总面积为 ５７ꎬ１４２ꎬ８９１.８６ 亩ꎬ水地面积为 １ꎬ６１０ꎬ１６６.７７ 亩ꎬ

仅占到农田总面积的 ２.８２％ ꎬ而难以耕种的山坡地却占到将近一半的比

例(见表 ３)ꎮ

表 ３　 １９３５ 年山西土地种类、面积及所占比例

土地种类 面积(亩) 百分比 土地种类 面积(亩) 百分比

水地 １ꎬ６１０ꎬ１６６.７７ ２.８２％ 河滩地 ２ꎬ４３８ꎬ３０５.９５ ４.２７％

平地 ２２ꎬ４４５ꎬ１４６.０９ ３９.２８％ 碱地 ２ꎬ４３７ꎬ１１８.５３ ４.２６％

山坡地 ２７ꎬ７２２ꎬ２２７.０８ ４８.５１％ 荒地 ４８９ꎬ９２７.４４ ０.８６％

３７

山西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左”倾偏向何以发生



　 　 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２０１２):«民国山西实业志»(上)ꎬ太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ꎬ第一(乙)—二(乙)页ꎮ

２.地权呈分散之势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国家国际贸易局 １９３５ 年的调查ꎬ山西自耕

农户数为 １ꎬ０５５ꎬ１８６ 户ꎬ占总户数比重的 ５７.６７％ (见表 ４)ꎮ

表 ４　 １９３５ 年山西农户统计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雇农 总户数

户数 １ꎬ０５５ꎬ１８６ ３９６ꎬ０３４ ２０７ꎬ８１４ １７０ꎬ８０２ １ꎬ８２９ꎬ８３６

百分比 ５７.６７％ ２１.６４％ １１.３６％ ９.３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２０１２):«民国山西实业志»(上)ꎬ太

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ꎬ第五六(乙)页ꎮ

但依据这种分类方法ꎬ就此得出山西自耕农占多数的结论是不严谨

的ꎬ因为忽略了地主这一农村的组成部分ꎮ 地主古已有之ꎬ富农则完全

是一个外来词ꎮ 如果从职业的角度来划分ꎬ地主属于农民这一类别ꎮ 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ꎬ地主仅指农村中的一个阶层ꎬ并没有指称阶

级属性的政治含义ꎮ

由表 ４ 可知ꎬ佃农所占比例不高ꎬ但这也只能体现山西的租佃程度

不发达ꎬ并不能完全说明农村的阶级构成情况ꎮ 因为佃农和半自耕农既

可能是贫农ꎬ也可能是中农和富农ꎮ 特别是家里劳力充足的富农ꎬ生产

工具比较先进ꎬ又因使用畜力生产效率高ꎬ再加上牲畜所产生的粪便增

强了土壤的肥力ꎬ更愿意租入他人土地耕作ꎮ 而没有劳动能力的鳏寡孤

独以及后来的部分抗属却选择将土地出租以收取租息为生ꎮ 把农户分

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的分类方法ꎬ是按农民的“土地关系(土

地所有关系与使用关系)”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土地问题报告记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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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１９２９]:５４３)来划分的ꎬ如果仅以此为依据而缺乏其他数据的支撑ꎬ

就得出山西是小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结论是欠妥的ꎮ

把农民分为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的分类方法ꎬ是按农民的阶级

成分来划分的ꎬ“是由农民的生产关系上来决定的”ꎮ («中共六届二中

全会土地问题报告记录»ꎬ２００７[１９２９]:５４３)抗战前ꎬ地主富农占人口比

例不到 １０％ ꎬ占土地比例超过 ２５％ ꎻ中农占总人口的 ４５.４８％ ꎬ土地占有

率为 ５６.２２％ ꎻ贫雇农占总人口的 ４０. ７３％ ꎬ土地占有率为 １６. １５％ (见

表 ５)ꎮ 由此看来山西地权是较为分散的ꎬ小土地所有制处于主导地位ꎮ

表 ５　 抗战前山西农村土地占有状况表

户数
占总户

数(％)
人数

占总人

数(％)
亩数

占总亩

数(％)

户均土

地占

有(亩)

人均土

地占

有(亩)

地主 　 ３ꎬ３２４ １.９１ ２６ꎬ１１７ ３.５７ 　 ３０３ꎬ５６４ １１.０５ ９１.３２ １１.６２

富农 ８ꎬ４２７ ４.８５ ４７ꎬ３００ ６.４０ ４１４ꎬ２６３ １５.０８ ４９.１６ ８.７６

中农 ６８ꎬ８４８ ３９.６２ ３３３ꎬ０９５ ４５.４８ １ꎬ５４４ꎬ２１０ ５６.２２ ２２.４３ ４.６４

贫雇农 ８５ꎬ６４９ ４９.２９ ２９８ꎬ２４１ ４０.７３ ４４３ꎬ６８１ １６.１５ ５.１８ １.４９

赤贫 ５ꎬ６４６ ３.２３ １９ꎬ８２９ ２.７１ ２１ꎬ１００ ０.７６ ３.７４ １.０６

其他 １ꎬ８７３ １.０７ ７ꎬ７２９ １.０５ １８ꎬ９３２ ０.６９ １０.１１ ２.４５

公有地 —　 —　 —　 —　 ７５６ ０.０５ —　 —　

总计 １７３ꎬ７６７ １００ ７３２ꎬ３１１ １００ ２ꎬ７４６ꎬ５０６ １００ １５.８１ ３.７５

　 　 资料来源:张启耀(２０１３):«民生维艰:田赋负担与乡村社会变迁———以

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为范围»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ꎬ第 ３１ 页ꎮ 不过原表

中无户均、人均土地占有统计ꎬ为笔者自行计算ꎮ

不过根据张启耀的资料推算出山西户均土地占有量仅为 １５.８１ 亩ꎬ

与南京国民政府 １９３２ 和 １９３５ 年的调查相差了一倍(见表 １)ꎮ 而 １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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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 月ꎬ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ꎬ共调查了山西省

９８ 个县ꎬ耕地面积为 ５１ꎬ７５８ꎬ４６５.３２５ 亩ꎬ农户户数为 ２ꎬ００５ꎬ０４５ 户ꎬ人数

为 １０ꎬ７１６ꎬ０８５ 人ꎮ 户均占有土地为 ２５.８１ 亩ꎬ人均占有土地为４.８３亩ꎮ

(«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ꎬ２０１４[１９３７]:３３４)

３.地权分配不均

尽管山西土地占有整体上呈分散之势ꎬ但个别县土地相对集中、地

权分配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ꎮ 在太行区的武乡ꎬ有“四大家、八小家、

七十二个‘圪撑’家”之说ꎮ 全县地主每户平均占有土地 ２００ 亩ꎬ高出中、

贫农 １０ 倍以上ꎮ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ꎬ１９８７:３)对晋绥区的兴

县、临县、保德、河曲等 １８ 个县百余村的统计显示ꎬ２.８５％ 的地主占有土

地的 １４.６％ ꎬ５.５％ 的富农占有土地的 １２.５％ ꎬ３１.６％ 的中农占有土地的

４７.４％ ꎬ而 ５１％ 的贫农只占有土地的２５.５％ ꎮ 地主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

是贫农的 ９ 倍多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ꎬ２０１５ꎬ“晋绥”:２０９)就山西整

体而言ꎬ地主户均土地为 ９１.３２ 亩ꎬ人均土地为 １１.６２ 亩ꎻ贫雇农户均土

地为５.１８亩ꎬ人均土地为 １.４９ 亩ꎮ 两个阶层户均占地相差 １６ 倍多ꎬ人均

占地相差近 ７ 倍(见表 ５)ꎮ

具体到个别村庄ꎬ土地占有不均现象更为严重ꎮ 兴县赵家川口村ꎬ２

户地主家庭共 １５ 口人ꎬ占有土地高达 ８０５.８ 垧(«赵家川口调查材料»ꎬ

１９４２)即 ２４１７.４ 亩(晋西北 １ 垧约等于 ３ 亩)ꎬ户均土地为 １２０８.７ 亩ꎬ人

均土地为 １６１.１６ 亩ꎬ比黑峪口地主(１９ 户 １２６ 口人、２８５３.５６ 垧土地)

(«黑峪口调查:人口与劳动力变化»ꎬ１９４２)户均及人均土地分别高出

７５８.１ 亩、９３.２２ 亩ꎮ 而 ３３ 户贫农家庭 １１０ 口人ꎬ才拥有 ３３８.８ 垧(«赵家

川口调查材料»ꎬ１９４２)即 １０１６.４ 亩土地ꎬ户均土地为 ３０.８１ 亩ꎬ人均土地

为 ９.２４ 亩ꎮ 两个阶层户均占地相差 ３８ 倍多ꎬ人均占地相差 １６ 倍多ꎮ

除了占有土地数量的绝对值外ꎬ各个阶层占有土地质量的差异也较

为显著ꎮ 地主拥有的大部分是水地、平地、上等地ꎬ贫农占有的大部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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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下等地ꎮ 对赞皇、昔东、平顺 ３ 县 ４ 村的调查ꎬ抗战前地主占有的

上等地在其土地中的比例为 ４０％ ꎬ中等地为 ２５％ ꎻ贫农占有的上等地仅

为 １２％ ꎬ下等地为 ５０％ ꎮ (赵秀山ꎬ２０１７:１０)据兴县蔡家崖村的统计ꎬ地

主、富农占有水地的 ９４％ 和平地的 ７８.０５％ ꎬ而中农、贫农仅占有水地的

６％和平地的 ２１.９５％ ꎮ (刘欣ꎬ１９８６:６３—６４)

(二)苛捐杂税繁多ꎬ农民负债率高

１.赋税、摊派负担沉重

山西作为一个内陆省份ꎬ工商业不发达ꎬ赋税主要从农业中提取ꎬ农

民的负担较他省为重ꎮ 田赋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为地价的 ３％ ꎬ远远超出

了孙中山不得超过地价 １％ 的规定ꎮ 田赋之外ꎬ尚有附加ꎬ省附税加于

上ꎬ县区附税加于下ꎬ达 ３０ 种之多ꎮ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 １９３３ 年的统计ꎬ

在全国 ３０ 个省份中ꎬ除西康、蒙古、热河、绥远、西藏 ５ 省不详外ꎬ山西田

赋附加的税种仅次于江苏(１４７ 种)、浙江(７３ 种)、江西(６１ 种)、湖北(６１

种)、河北(４８ 种)、河南(４２ 种)６ 省ꎮ (邹枋ꎬ２００７[１９３４]:８６０)１９３７ 年 １

月ꎬ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ꎬ山西 １００ 个县征收的

正税为 ５ꎬ７３８ꎬ５６４ 元ꎬ省县附加税合计 ２ꎬ ８０５ꎬ ０７８ 元ꎬ占到正税的

４８.８８％ 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ꎬ２０１４[１９３７]:３７５)再加上经征人员

的贪污和勒索ꎬ农民支应浩繁ꎬ不堪重负ꎮ

田赋及其附加税仅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ꎬ不分时间支取、没有上额

限制的摊派(尤其是兵差)是农民的又一沉重负担ꎮ １０５ 个县中没有一

县不摊派军饷、粮秣的ꎬ山西兵差负担居全国之首ꎮ 自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起ꎬ

某军驻扎在屯留ꎬ到 １９３３ 年 ６ 月底ꎬ共计摊派面粉 ２ꎬ０９３ꎬ１０５ 斤ꎬ小米

２ꎬ００６ꎬ５２０ 斤ꎬ玉米面 １ꎬ１３０ꎬ９１０ 斤ꎬ麦麸子 ５５ꎬ８７０ 斤ꎬ谷草 ４ꎬ８０２ꎬ９２０

斤ꎬ大洋 ３６ꎬ３５６ 元ꎮ 此外ꎬ往来差务这项损失无从计算ꎬ总数至少在 １０

万元以上ꎮ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ꎬ１９８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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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民借债生存

在低产多灾的旱作农业体制下ꎬ丰年农民还可马虎应付ꎬ一遇灾荒ꎬ

农业歉收ꎬ农民即遭受重大打击ꎮ “粮价低落ꎬ已促成农村破产之危机ꎬ

水灾连绵更造成农民恐怖之现象ꎮ” (刘容亭ꎬ２０１４[１９３３]:２０６)农产品

物价暴跌ꎬ农田价格亦成跌落之势ꎬ减退率最高达 ８０％ ꎬ以致阳曲县“狄

村之下地土质最低者ꎬ其地主为免除纳粮之负担计ꎬ竟有不受地价而转

让他人者”ꎮ (刘容亭ꎬ２０１４[１９３３]:２１３)再加上战争的持续破坏ꎬ农民

生活极为困苦ꎬ而田赋、附加、摊派、苛杂照旧征收ꎮ “总之农民终岁勤

劳ꎬ耕耘所获ꎬ除耕种所需及度日费用外ꎬ幸而收支相抵ꎬ甚或入不敷出ꎬ

实为农村破产之明证ꎮ”(刘容亭ꎬ２０１４[１９３３]:２１７)

阎锡山执掌晋省以来ꎬ军费开支和“村政”建设需要巨大的财政支

持ꎬ每增加一种税收ꎬ对农民无异于多增添一种灾难ꎮ 农民劳动所获不

敷赋税ꎬ乡村出现普遍贫困化的境况ꎮ １９３２ 年ꎬ中华民国政府对 １６ 个省

１６３ 个县 １ꎬ７４５ꎬ３５７ 农户进行负债调查ꎬ其中调查了山西 ２ 个县 ７ꎬ０７６

户ꎬ负债户数为 ３ꎬ４８５ 户ꎬ负债率为 ４９.１１％ ꎬ负债总额为 ３２４ꎬ８４８ 元ꎬ户

均负债额为 ９３.２１３ 元ꎮ 与全国相比ꎬ山西负债户数率稍高(全国负债户

数率为 ４３.８７％ )ꎬ户均负债额稍低(全国户均负债额为 １１２. ７０９ 元)ꎮ

(«全国土地委员会有关农业生产各项统计(四则)»ꎬ２００７[１９３２]:８５８—

８５９)在太行区ꎬ战前襄垣负债户数为 ２０％ ꎬ武乡为 ３３％ ꎮ (太行革命根据

地史总编委会ꎬ１９８７:８６)据对太行区芦寨 ２７ 个典型债户的调查ꎬ农民借

债原因中ꎬ有 ２３.３％是由于婚丧而举债的ꎬ其次为买米的ꎬ占 １９.９％ ꎬ做生

意的占 １３.４％ ꎬ买地的占 １１.１％ ꎬ买牲口的占 １０％ ꎬ捐款的占 ８.９％ ꎮ (赵

秀山ꎬ２０１７:１４０—１４１)农民借债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生产ꎬ而是为了生

存ꎬ农村经济日趋凋敝ꎮ

山西农村负债户较多ꎬ负债率较大ꎬ但“负债者虽较无财产者尚贫”ꎬ

然“负债者必须家中有些许财产ꎬ方有负债之资格ꎻ如家徒四壁或竟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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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无之家庭ꎬ则虽欲负债而不可能”ꎮ (武寿铭ꎬ２０１４[１９３５]:２８１)在乡

土社会ꎬ有血缘、地缘等人情关系的牵绊ꎬ有时借钱不需要抵押物ꎬ全靠

借债人的面子、信用(有时需中间人的担保)ꎬ再加上借贷机构比较少ꎬ与

西方国家相比ꎬ利率普遍相对较高ꎮ 对社会各个阶层而言ꎬ家境相对殷

实的富农和中农ꎬ借贷的利率相对较轻ꎻ越是穷苦的贫雇农ꎬ借贷的利率

反而越高ꎬ这就出现了所谓“贵人使贱钱ꎬ贱人使贵钱”的现象ꎮ 农民把

税、租、息比作三把刀ꎬ农村面临着普遍破产的深刻危机ꎮ

三、借助其他斗争ꎬ减租减息发动

山西土地占有相对分散ꎬ地权分化不明显ꎬ“租佃虽占有一定的比

重ꎬ却不是占绝对地位的生产关系”ꎮ (罗朝辉ꎬ２０１０:１３)对大部分拥有

土地的自耕农来说ꎬ由于享受不到减租带来的红利ꎬ减租政策对他们的

吸引力不大ꎮ 如何把这一部分农民动员起来ꎬ就成为共产党不得不面对

的主要问题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借贷关系比租佃关系更为隐秘ꎬ如何把隐

蔽的债户找出并发动起来ꎬ也成为共产党面临的又一障碍ꎮ

(一)减租减息面临的困境

在减租减息运动开始阶段ꎬ中央只是规定了“二五减租”及“分半减

息”等一般原则ꎬ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及边区环境的变化ꎬ在具体执行

过程中ꎬ山西各根据地对条例和法令多次进行了修订ꎮ 由于佃农所占比

例不大ꎬ本文着重谈谈减息政策的调整状况ꎮ 中央规定无论是过去的旧

债ꎬ还是现在的新债ꎬ年利率标准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五厘ꎬ明确禁止高

利贷盘剥ꎮ １９４０ 年 ２ 月ꎬ«山西第二游击区(晋西北)减租减息条例»规

定ꎬ“不论新欠旧债ꎬ年利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ꎬ“剥皮利、

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一律禁止”ꎮ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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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ꎬ１９８８:２６)１９４１ 年 ４ 月ꎬ«山西省

第二游击区(晋西北)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ꎬ“钱息、粮息无论年利、

月利均不得超过 １５％ (分半行息)ꎬ超过 １５％ 者应减为 １５％ ꎬ不及 １５％ 者

依其约定”ꎬ“现扣利、利滚利等高利贷及赌博债一律禁止”ꎬ“抗战以前

旧债旧租如清理时ꎬ应按年利分半ꎬ一本一利计算清偿ꎻ其已付过之利息

超过原本者停息还本ꎻ已付过之利息超过原本二倍者ꎬ本利均停”ꎮ («中

国的土地改革» 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ꎬ

１９８８:５４)据不完全统计ꎬ仅在 １９３７ 年 ９—１０ 月ꎬ太岳区的洪赵地区就减

息 ３２５ꎬ６００ 元ꎮ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ꎬ１９９３:４３—４４)１９４１ 年不到

１ 个月的时间里ꎬ太行区的黎城县就减息 １０４ꎬ８９０ 元ꎬ收回押地 ７ꎬ５９０

亩ꎮ 晋西北 １２ 个县共减息 ８ꎬ８４２ 元零 ２５ 两(原文如此)ꎬ仅临县就占了

５ꎬ３１４.３ 元ꎮ (黄韦文ꎬ１９４２)

但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ꎬ由于害怕在春荒、灾害、面临困难(如婚礼、

丧葬、看病等)时借不出钱、粮来ꎬ农民对减息比对减租问题更加有所顾

忌ꎮ 又由于规定的利率太低以及存在的风险ꎬ债主把现金束之高阁ꎬ农

民告贷无门ꎬ农村借贷关系几乎完全停滞ꎮ 党内干部认识到ꎬ“抗战后的

借贷ꎬ不是限制息额高低的问题ꎬ而是有钱人不出借ꎬ农民借不到钱的问

题”ꎮ “我们必须认识这是个社会经济问题ꎬ非法令所能限止的ꎮ” (魏宏

运ꎬ１９９０:１８６)１９４０ 年 １２ 月ꎬ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ꎬ利息“不要减到

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ꎮ① １９４２ 年初ꎬ中央指示ꎬ“减息

是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ꎬ“至于战后的息额ꎬ应以当地社会经济

关系听任民间自行处理ꎬ政府不应规定过低息额ꎬ致使借贷停滞ꎬ不利民

生”ꎮ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ꎬ１９８８[１９４２]:

８５)“这是害自己的政策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ꎬ即使利息是三分、四

分ꎬ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ꎬ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ꎮ”(«中央关于如何执

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ꎬ２００７[１９４２]:６４５)而且做出了保护债权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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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ꎬ“凡抗战后新成立的借贷关系ꎬ债务人到期不能付息还本ꎬ债权

人有依约处理抵押品之权”ꎮ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

的附件»ꎬ１９８８[１９４２]:８５)

对于减息中出现的问题ꎬ山西各根据地及时地做出了调整ꎮ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颁布的«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规定ꎬ“凡新订之借贷契约ꎬ其利

率得由双方自由约定之”ꎬ“债务应偿付之本息到期不能偿还时ꎬ债权人

得依法追诉ꎬ或依民法规定处理其质物或抵押物品”ꎮ («中国的土地改

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ꎬ１９８８:１３６)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条例太行区施行细则(草案)»规

定ꎬ“在本条例颁布前之利息ꎬ应减为年利率 １５％ ”ꎬ“系指过去借贷契约

而言ꎬ但今后新订之借贷契约ꎬ其利率得由双方自由约定之ꎬ但亦不应过

高ꎬ形成超经济的剥削”ꎮ («中国的土地改革» 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ꎬ１９８８:１５９)

(二)利用各种斗争“清算旧账”

如果租佃关系在山西农村只占很小的比例ꎬ如果 １９４０ 年后边区政

府认可了高利贷的存在ꎬ借贷关系亦不再是问题ꎬ那么减租减息政策是

如何起到动员农民的作用的? 农民的抗战热情又是靠什么调动起来的?

与减租减息运动密切相伴随的ꎬ尽管各个时期重点有所不同ꎬ是反贪污、

反恶霸、反维持、反黑地、反汉奸斗争ꎬ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在 １９４０ 年春反顽斗争中ꎬ山西根据地认为“无地主不顽固”“无顽固

不汉奸”ꎬ把一切地主列为斗争对象ꎬ用惩办汉奸的办法来惩处ꎻ不满足

于减租减息的渐进改革政策ꎬ直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ꎻ还发生打土

豪及没收商店等过左行为ꎮ 给地主扣上“汉奸分子”的帽子ꎬ将其吓跑

后ꎬ代管和借种其土地ꎻ将地主富农的“黑地”分给贫农抗属无代价耕种ꎬ

或分给贫农代种ꎻ规定地主富农没有耕种和出租的“余地”ꎬ由村农耕委

１８

山西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左”倾偏向何以发生



员会主持借给贫苦农民耕种ꎬ并发动地主、富农“捐地” “献地”ꎻ抗交租

息ꎬ把清理旧债变成废除债务ꎻ不加区别地一律将抵押地、典当地回赎换

约ꎬ变为借贷关系ꎬ无偿或微偿抽回抵押地ꎬ赎回典当地ꎻ将各种公地ꎬ包

括族地、社地、庙地和学田都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ꎮ 据临县、岢岚、静乐、

太原四个中心区统计ꎬ没收分配庙地、“献金地”、逃亡地主的土地等共计

８０ꎬ２８５ 亩ꎮ 据武乡、昔东、偏城、邢东、榆社、辽县、黎城、平东及冀西 ５ 县

不完全统计ꎬ共分配了 １７ꎬ７００ 余亩“黑地”ꎬ强借了地主富农２０ꎬ３４０余亩

土地(包括地主富农的“捐地”)ꎬ给抗属和贫苦农民耕种ꎮ (陈廷煊ꎬ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２５)所有这些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了地主的地权和债权ꎮ

１９４２ 年ꎬ在太行区比较先进的地区ꎬ主要采取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发

动农民ꎮ 平顺县杨威村斗争了最大的地主宋福禄、宋福祥兄弟ꎬ佃户们

揭发出宋氏兄弟“高利贷、高租、押租、强夺、讹诈、强迫写死契、放赌、贪

污、罚款等十三种巧取豪夺农民的方式”ꎬ“并揭发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

政治问题”ꎬ迫使他们交出 ２２０ 张契约ꎬ１００ 多户农民收回 １５８ 亩土地、４１

间房屋ꎮ “在封建势力比较大的地区、一度‘维持’过敌人或接敌区ꎬ主要

从反‘维持’、反贪污、反摊派入手发动群众ꎮ”中共武安县委“首先打击

借敌人势力抢劫群众财务的‘二土匪’ꎬ揭露汉奸、特务分子ꎬ摧垮‘维持

会’ꎬ帮助群众追回被抢去的财务ꎻ然后以抗日政府的名义ꎬ领导农民同

‘维持’敌人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ꎬ清理债务ꎬ索回土地财务”ꎮ (山西省

地方志办公室ꎬ２０１５ꎬ“太行”:１２４—１２５)１９４３ 年ꎬ晋绥边区普遍开展了

“挤敌人”运动ꎬ“交西、宁武等县在减租会议上开展了反恶霸斗争ꎮ 各地

农民纷纷起来向地主、富农算旧账ꎬ要求退免陈租或赎回土地”ꎮ (山西

省地方志办公室编ꎬ２０１５:２１５)太岳区的阳城县寺坪、横河、水头、劝头

村ꎬ组织联合斗争呼吁团ꎬ邀请柴疙瘩、索泉岭、岩山、临涧、西交等村派

代表支援ꎬ最后共 ３ꎬ３００ 多名群众对千峰寺、铁盆嶂寺的恶僧进行了斗

争ꎮ 把寺庙占有的 ３ꎬ０００ 多亩耕地ꎬ除每僧留下 ５ 亩维持生活外ꎬ其余

全都分给了寺坪、横河一带的贫苦农民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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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ꎬ“太岳”:１４８—１４９)

在反贪污、反恶霸、反维持、反黑地、反汉奸斗争中ꎬ都伴随着对地主

富农的“清算”ꎬ清算他们过去“压榨”的账目ꎬ包括退租、退息、包赔、罚

款、向地主“挤分”等ꎮ 从 １９４２ 年太行区 １９ 个县斗争的内容来看ꎬ减租

减息斗争的次数仅占 １８％ ꎬ合理负担斗争占 ２４％ ꎬ反贪污、反恶霸、反维

持和其他各种斗争占 ５８％ ꎮ (李大章ꎬ１９８９[１９４３]:１９１)在斗争过程中ꎬ

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房屋都遭到了“清算”ꎮ “到了中裕店ꎬ人议论的

很多ꎬ说有一家二十元□ꎬ就算了二十亩地ꎬ退息很厉害ꎮ” “有一家民国

十八年借的二十元□ꎬ就算了三百二十万ꎬ可是这人现在也穷了ꎬ只写了

三亩地ꎬ后来到了算账的地方看过一次ꎬ见把阴笃(毒)之家的老婆吊起

来了ꎮ”(«(太岳)一地委大川、钦安同志关于群运、减租减息等问题的会

议发言及情形材料»)平顺 ３ 家债主被抽了 ２ꎬ８３１ 亩地ꎬ左权抽地２ꎬ４１９.３

亩ꎬ黎城 ３ 个区抽了 １ꎬ５３１.９７ 亩ꎮ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ꎬ１９８７:

１２６—１２７)而且向上追溯没有时间限制ꎬ潞城反贪污反到了光绪年间ꎮ

１９４３ 年ꎬ“反特务中又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ꎬ刺激了一些地主(而且有的

打到农民身上)ꎬ以致发生了阶级间的紊乱和对立”ꎮ («中共太行区党

委关于贯彻减租运动的指示»ꎬ１９８８[１９４４]:１９５)

“群众斗争的范围是很广泛的ꎬ不能限于减租增资ꎬ其他清算斗争控

诉复仇运动都是必要的ꎮ”(«平定县政府、抗联贯彻减租政策的初步

总结报告»ꎬ１９４４)片冈铁哉认为中共的减租减息政策相当于分期没收ꎮ

共产党采用“清算旧账”的口号ꎬ没收并分配了地主的土地、浮财和房子ꎬ

不仅佃农和雇农从中得益ꎬ贫农和中农也从中获益ꎮ “斗争方式的多样

性与复杂性ꎬ策略上的高度机动性与灵活性ꎬ是抗日期间土地政策的最

明显的特点ꎮ 它是通过减租、清算、反汉奸、反恶霸、反贪污、贯彻负担政

策等多种斗争方式ꎬ逐渐把封建势力手中的一部分土地ꎬ分散转移到农

民手中的ꎮ”(齐武ꎬ１９５７:１３０—１３１)减租减息的目的是为了削弱封建剥

削关系ꎬ但经过启发的农民具有了阶级觉悟ꎬ产生了斗争意识ꎬ要求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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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ꎬ分配土地ꎮ 租佃率低ꎬ借贷关系停滞ꎬ但一定会有其他解决问题的

办法ꎬ“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ꎮ

([美]莱曼范斯莱克ꎬ１９９８:７４５)通过算账、控诉的斗争策略ꎬ共产党绕

过了减租减息政策ꎬ既没有破坏统一战线ꎬ又找到了土地和财富的合理

转移渠道ꎮ 在此过程中ꎬ自耕农比较活跃ꎬ获得很多斗争果实ꎬ这是值得

关注的现象ꎮ １９４２ 年左权县第七区 １３ 个村的清债中ꎬ斗争地主 ５４ 人、

富农 ９０ 人、中农 ４９ 人、贫农 １ 人ꎬ债户包括地主 ２ 人、富农 １０ 人、中农

１３０ 人、贫农 ２２８ 人ꎮ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左权群众斗争群众运动的各种统

计数字»)奥村哲认为ꎬ“通过清算旧账目的迂回办法实际上进行了

土地改革”ꎬ“共产党将农民朴素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阶级斗争”ꎮ ([日]

石岛纪之ꎬ２０１６:５２)

四、“左”倾偏向何以发生

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所制定的一项调整农民和

地主之间利益关系的社会改良措施”ꎮ (徐建国ꎬ２０１５:２９)但在减租减息

过程中ꎬ几度出现“左”倾偏向ꎮ 对地主不加区别ꎬ随意没收其土地和财

产ꎬ侵犯其地权和财权ꎻ在“斗地主”斗争中ꎬ不经过法律程序ꎬ随意捆绑、

拷打地主、戴高帽子游街ꎬ乱捕人等ꎻ在一定程度上也触及了富农乃至中

农的利益ꎬ造成了短时期的恐慌现象ꎮ 问题的关键不是“左”倾偏向何以

发生ꎬ而是为什么重复发生ꎮ 在反顽斗争、双减普遍开展及查减阶段ꎬ皆

出现斗争范围过大、斗争程度过重、斗争方式极端化等现象ꎮ

(一)民众动员与乡村资源匮乏的结构性困境

山西地处内陆ꎬ干旱少雨ꎬ且全年降水量分布极不均匀ꎮ 春季降雨

少ꎬ气温回升快ꎬ蒸发量增大ꎬ极易形成春旱ꎮ 夏季降雨量丰沛ꎬ占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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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８０％ ꎬ但暴雨集中冲刷ꎬ河道行洪能力差ꎬ极易形成洪涝灾害ꎮ 伴随

水旱灾而来的还有蝗灾、疫病等ꎮ １９１２—１９４８ 年ꎬ山西灾害频仍ꎬ共发生

水、旱、虫、雹、疫灾 １ꎬ０５０ 次ꎮ (夏明方ꎬ２０００:３４)其自然环境苦劣ꎬ除晋

南外ꎬ大部分地区生长季节短ꎬ而且只能种植粗粮ꎬ如粟、高粱、玉米、谷

子、土豆、红薯等ꎬ农作物复种指数低ꎬ产量鲜薄ꎮ 特别是晋北地区ꎬ天寒

地瘠ꎬ农作物产量更低ꎬ１ 垧的产量大约相当于其他地区 １ 亩的产量ꎮ 根

据表 ２ꎬ山西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６.２１ 亩ꎻ根据表 ５ꎬ山西的人均占地才

３.７３亩ꎬ占人口４０.７３％的贫雇农的人均更是少到 １.４９ 亩ꎮ 李景汉在华北

调查后指出ꎬ华北农村每人需 ５ 亩地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ꎬ这一研

究结论被不少学者所证实ꎮ 在晋西北地区ꎬ地多质差ꎬ维持生存大概每

人得 ８ 亩地ꎮ 在晋南ꎬ地狭人稠ꎬ人地压力更大ꎬ但由于土地较晋西北丰

腴ꎬ所需亩数相对稍低ꎮ 山西地权虽然整体上较为分散ꎬ但局部地域也

呈现两级分化之势ꎬ部分农业人口人均占地不足是不争的事实ꎮ

尽管土地租佃不是主要问题ꎬ但拥有土地的部分自耕农却在生存线

以下ꎬ只能靠增加复种指数、佃入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如棉花)、从事副

业或外出佣工才能勉强维持“手到口”的生活ꎮ 恰亚诺夫把此称为农民

家庭的“自我剥削”ꎮ 伊懋可认为“中国农业更像是园艺”ꎬ精耕细作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ꎮ 赵冈强调由于土地—人口比率的下降ꎬ农民对劳动力

的使用达到极限ꎬ即使其边际产品接近于零ꎮ ([美]李丹ꎬ２００９:１１５—

１２２)黄宗智认为ꎬ“许多小农家庭因生活的需要被迫投入极高密度内卷

性的劳动量”(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１３１)ꎬ即使边际报酬递减到零ꎮ 他称之为农

业的“内卷化”或“过密化”ꎮ 对贫苦农民来说ꎬ土地拥有量如此之少ꎬ土

地质量如此之差ꎬ农作物产量如此之低ꎬ其养家糊口的艰难程度可想而

知ꎮ “阶级分化和高密度的人口两个因素相互加剧了贫民的负担和苦

难ꎮ”(黄宗智ꎬ２０１４:２６１)老百姓正站在齐颈深的水中ꎬ在某种程度上贫

富分化即是生死之别ꎮ

由于山西农村没有足够多的地主富农ꎬ只动他们的土地难以满足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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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农的需求ꎮ 因此尽管一再强调保护中农的利益ꎬ但每一次运动都不可

避免地侵犯到中农ꎮ １９４２ 年ꎬ太行区 １３ 个县斗争的对象共计 ３ꎬ０８８ 人ꎬ

其中地主只占 ２８％ ꎬ富农占 ３３.６％ ꎬ经营地主占 ６. ３％ ꎬ而中农居然占

２６％ ꎬ贫农占 ７％ ꎮ (李大章ꎬ１９８９[１９４３]:１９１)左权县斗争对象 ５０３ 人

中ꎬ地主为 ２２１ 人ꎬ富农 １５８ 人ꎬ中农 ９０ 人ꎬ贫农 １４ 人ꎬ妇女 ２０ 人ꎮ («左

权县 １９４２ 年群众斗争总结表») “平鲁全县斗争过 ８３４ 户ꎬ其中地主有

２３２ 户ꎬ富农 １１２ 户ꎬ中农 ３１１ 户(其他的不详)ꎮ”(«(晋绥)各分区土改、

供给等问题的材料»)“在赎地方面ꎬ有些农民的使用地被用‘左’的办法

赎回去ꎬ使农民失掉了土地ꎮ” («(晋西北)减租减息与赎地»)在前现代

的农业中国ꎬ人地比例失调是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一大障碍ꎬ这也导致

“有的干部看不起减租减息工作ꎬ认为农民所要求的是土地革命ꎬ减租减

息太小了ꎬ解决不了问题”ꎮ («晋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材料»ꎬ１９４５)即

使贫农通过各种斗争获得了土地ꎬ但由于缺乏生产工具和资本ꎬ如牲畜、

大车、水车、犁具等ꎬ也无从发挥其劳动能力ꎬ依旧不能养家糊口ꎬ部分农

民获得土地后很快抛荒就是这一状况的体现ꎮ 这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

一些农民对浮财、底财比土地更感兴趣的缘由ꎮ 长期战争的人力、物力

消耗更加剧了这种结构性矛盾ꎬ农村资源总量的匮乏是导致“左”倾过火

行为出现的“资源陷阱”ꎮ (黄道炫ꎬ２０１２:２４７)

(二)宁“左”勿右的政策取向偏差

抗战期间ꎬ共产党始终要求广大干部认识到减租减息的重要性ꎬ认

为凡是执行了双减的地区ꎬ农民的生产热情就大大发扬ꎬ政治觉悟就大

大提高ꎮ 那里(原文如此)减租减息的工作成绩做得好ꎬ那里发动农民参

加抗战的成绩就好ꎻ那里忽视了减租减息的工作ꎬ那里发动农民参加抗

战的成绩就差ꎻ那里不顾农民利益ꎬ要不实行减租减息ꎬ那里就不能发动

农民进行抗日战争ꎬ也就不能与敌人作长期斗争争取胜利ꎮ (张雄ꎬ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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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５８)“四二年以来的经验证明:减租运动乃是最合理的调整阶级

关系ꎬ增强对敌斗争力量ꎬ建设新民主主义根据地最本质的一环ꎮ” («中

共太行区党委关于贯彻减租运动的指示»ꎬ１９８８[１９４４]:１９４)１９４５ 年 ３

月ꎬ晋绥边区指出“这一阶段之所以未能很好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运动ꎬ首

先ꎬ不能不说是干部思想问题ꎬ好些干部们对于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

的重要意义ꎬ还未能很好的接受”ꎮ («晋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材料»ꎬ

１９４５)

在论述减租减息政策重要意义的同时ꎬ共产党一直强调减租减息

“这一政策ꎬ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的彻底的实行” («中共中央关

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ꎬ１９８８[１９４２]:８２)ꎮ “目前严重的问题ꎬ

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这是严重的

右倾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ꎬ就是在最好的根据

地中ꎬ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ꎮ”(«中央关于

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ꎬ２００７[１９４２]:６４４)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减租工作指示»指出ꎬ“在先进地区我们不能满

足于过去已经做过的大村庄的减租换约的胜利(如辽黎榆今年春耕时换

约 ５６５１ 件ꎮ 这当然是成绩)ꎬ今年必须注意未减租未换约的小村山庄ꎬ

使这一工作更加普遍深入”ꎮ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

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ꎬ１９８８:１１６)就是到了抗战胜利前夕ꎬ也

一再要求没有减过租息的地区ꎬ必须减租减息ꎻ曾经减过租息的地区ꎬ必

须详细地进行检查ꎮ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认真贯彻减租法令———‹新华

日报›(太行版)社论»指出ꎬ“目前租佃关系中最主要而最严重的问题ꎬ

有以下三种:一是始终还没有减租ꎬ这个数字还相当不小ꎬ除七、八分区

以及某些新收复区全部未减外ꎬ即使象武乡那样减租比较彻底的地区ꎬ

还有 １０％未减ꎬ平顺、潞城等县还有租额高达 ８０％ 至 １５０％ 的ꎻ第二种是

明减暗不减ꎬ这在工作较为薄弱、群众发动不好的地区ꎬ是相当普遍的现

象ꎻ第三种是减租后地主非法夺农民佃权ꎬ这情形在明减暗不减区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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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发生ꎬ黎城东关四十八户中就有十二户被夺了佃权ꎮ 这三种问题ꎬ

在四二年减租当中就已经发生了ꎮ 几年以来ꎬ由于主观客观原因ꎬ不仅

一直存在ꎬ而且已经在发展着”ꎮ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ꎬ１９８８:１９３)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９ 日ꎬ«贯彻减

租———‹解放日报›社论»指出ꎬ平顺县路家口村“年年要按法令减一次ꎬ

还有什么不彻底的呢?”而事实上却是“有问题ꎬ减租不彻底ꎬ非重新减不

行”ꎮ 不彻底到连村干部———副村长、武委会主任ꎬ都怕夺地没有减租ꎮ

(于建嵘ꎬ２００７:７６８)

共产党认为广大群众虽有减租减息的要求ꎬ但由于地主违抗法令ꎬ

对农民打击和压制ꎻ或是农民对减租减息抱有各种顾虑ꎬ不敢轻易实行

减租减息ꎮ “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

众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

斗争中ꎬ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些过‘左’行动ꎬ而这些过左行动ꎬ如果真正

是最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ꎬ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则不

但无害ꎬ而且有益ꎮ”“在纠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评中ꎬ必须同时注意到

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ꎬ热烈情绪或热气ꎮ”(«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

政策决定的指示»ꎬ２００７[１９４２]:６４３—６４４)１９４２ 年 ４ 月ꎬ«中共太行区党

委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ꎬ“一切斗争又必须是合法斗争ꎬ

不能象开辟时期的蛮干ꎬ一切斗争均须约束在法令之内ꎬ不能立法违法ꎬ

但又绝不是平时斗争ꎬ限制农民农民一经起来ꎬ可能有越法行为ꎬ司

法机关要多予调解ꎬ尽量使农民不吃亏ꎬ不要给刚起来的农民泼冷水”ꎮ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

组ꎬ１９８８:９１)

中共中央认为ꎬ在动员农民、支援抗战、保卫根据地等方面ꎬ减租减

息运动的开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ꎮ 但由于各根据地工作历史不同ꎬ

日军的不断扫荡与蚕食ꎬ干部主观上对双减政策的认识不够深刻ꎬ工作

上存在着粗枝大叶的作风ꎬ导致有的地区没有实行双减ꎬ或双减执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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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深入ꎮ 既然减租减息工作还存在着不平衡现象ꎬ就必须认真、普遍、

彻底地贯彻执行双减政策ꎮ 但“把减租看成党和政府的‘恩赐’是不对

的ꎮ 有些干部不去启发群众的斗争ꎬ反而以群众觉得这些利益是党、政

府、群众团体甚至某某人给的‘好处’而欣欣然有喜色ꎬ这是一种不正确

意识的反映”ꎮ («中共晋察冀分局关于彻底实行减租政策的指示»ꎬ１９８８

[１９４３]:１５５)“群众获得了利益ꎬ但觉悟没有提高ꎬ没有真正动起来ꎮ 他

们认为自己的减租是‘政府减的’ꎬ或说‘老张老李减的’ꎬ这是很大的损

失ꎮ”(«晋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材料»ꎬ１９４５)减租减息运动不但要让农

民翻身ꎬ获得经济利益ꎻ更要让农民翻心ꎬ提高政治觉悟ꎮ

因此ꎬ在联合地主抗日的过程中ꎬ“必须采取先打后拉ꎬ一打一拉ꎬ打

中有拉ꎬ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ꎮ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

指示»ꎬ２００７[１９４２]:６４３)在发动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中ꎬ必须明确先

后主次ꎬ发动农民居第一位ꎬ维护统一战线居第二位ꎮ “限制农民的斗

争ꎬ农民过火就大叫起来ꎮ”“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ꎬ领导机关的小资产阶

级成分所造成的ꎬ斗争激烈的时候怕过火ꎬ怕阶级的斗争ꎻ怕农民起来斗

争ꎮ”(«(太岳)一地委大川、钦安同志关于群运、减租减息等问题的会议

发言及情形材料»)因为地主阶级的阻挠破坏ꎬ只能对其运用先斗争后团

结的手段ꎬ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ꎬ只能是先放开再纠“左”ꎮ “党的策

略ꎬ不是在事先限制这些过‘左’行动不发生而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

动起来之后纠正过‘左’行动ꎮ”(«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

的指示»ꎬ２００７[１９４２]:６４３)甚至“左”亦不需要纠正ꎮ “在群众中发生的

过左现象ꎬ过去的就过去了ꎬ不再纠正ꎬ真正群众的左ꎬ是没有什么损失

的ꎮ”(«(太岳)一地委大川、钦安同志关于群运、减租减息等问题的会议

发言及情形材料»)

“今天基本上主要任务是反对右倾ꎬ反对官僚主义ꎬ四年来的教训ꎬ

统一联合束缚了斗争ꎬ未打而先拉ꎬ未到拉的阶段而过早地以拉为主ꎬ方

式上蛮干的左ꎬ掩盖了实质上的右ꎮ”(«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如何执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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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策的指示»ꎬ１９８８[１９４２]:９１) “但在今天说来ꎬ右倾现象仍然是主要

的ꎮ 如在纠正左右偏向的过程中ꎬ有的干部便觉得没办法ꎬ不敢放手解

决问题ꎬ遇事能推就推ꎬ采取‘民不告官不理’的态度ꎬ这是不左则右、不

右则左的思想作怪ꎮ 更有的干部站不稳自己的立场ꎬ以为‘左也好ꎬ右也

好ꎬ左右都团结一部分群众’ꎬ因此对农民既得的利益保障不够ꎬ甚至给

地主当尾巴ꎮ”(«平定县政府、抗联关于继续贯彻减租政策ꎬ进一步发动

群众的讨论总结»)无疑ꎬ克服右倾偏向是正确的ꎬ但在党内却形成了宁

“左”勿右的思想ꎬ认为削弱封建剥削越彻底越好ꎬ越“左”越革命ꎮ 周锡

瑞认为ꎬ“正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各层党组织的一致性ꎬ使左倾倾向成为

一种结构性的痼疾”ꎮ (周锡瑞ꎬ１９９８:２３)

(三)经济政治利益驱动下干部的行为主导

“秦汉以降ꎬ中国进入长达 ２０００ 余年的帝制时代ꎬ其基本政治架构ꎬ

于统治形式为君主制ꎬ于行政运作为官僚制ꎬ于权力结构则为郡县制ꎮ”

(李里峰ꎬ２０１７)帝制时代的国家权力一般延伸到县级就终止了ꎬ乡村事

务主要由士绅群体来负责ꎮ 他们具有土地等有形资产ꎬ深受儒家思想熏

陶ꎬ重视伦理道德修养ꎬ在民众中享有威信声望ꎮ 其集政治资本、经济资

本与象征资本于一身ꎬ在官—绅—民的社会权力框架下ꎬ对地方事务和

社会生活起着支配性的作用ꎮ “即使在废除科举后以至于清朝专制政体

灭亡后的三四十年内ꎬ借助于新的制度建构和地方社会资源ꎬ乡绅们仍

然不断变换身手ꎬ影响和制约着地方权力的建构和功能ꎮ” (王先明ꎬ

２００９)尽管士绅的制度性来源因科举制度的废除而中断ꎬ但新学堂出身

的新型知识分子很快就填补了其留下的部分空缺ꎮ 山西«名人传略»资

料显示ꎬ新学之士在晋西北各县的士绅构成中已占有相当比例ꎮ («名人

传略»:１７—２４)“直至 ３０ 年代中期ꎬ华北各县不但用人权操在当地绅士

手中ꎬ财政权也操在当地绅士手里ꎮ”(王先明ꎬ２００５)阎锡山虽然推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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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模范”政制重构政策ꎬ但士绅依旧是新乡制权力运作的重要势力ꎮ

山西各敌后根据地建立后ꎬ以中农、贫农为主体的权力格局开始形

成ꎮ 不像传统士绅ꎬ干部的威望不是来自财富、学识和能力ꎬ而是直接来

自共产党的授权和任命ꎮ 晋西北“县区干部以中小学生占多数ꎬ村干部

以文盲、半文盲居多ꎬ如此知识水平对于政策解读和执行显然是困难

的”ꎮ (岳谦厚、董春燕ꎬ２００９)“一方面ꎬ正是党和国家以强制性资源再分

配的方式使他们拥有了土地和财产ꎬ并通过入党、担任村干部而获得精

英身份ꎻ另一方面ꎬ他们自身没有掌握任何可以和国家交换的稀缺资源ꎬ

也就不具备传统士绅精英那样与官方讨价还价的余地ꎮ”(李里峰ꎬ２０１７)

国家也因此通过他们实现了对村庄的直接控制ꎬ打破了两千年来皇权不

下县的规则ꎮ “党和国家对这些政治精英进行考核评判的主要标准ꎬ也

不再是对地方公共事务的贡献ꎬ而是对国家权力的忠实程度和对国家意

志的贯彻程度ꎮ”(李里峰ꎬ２０１７)

由于干部自身没有政治、经济与声望根基ꎬ“普遍的缺点是没有领导

能力和官僚作风”ꎬ(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ꎬ１９８９:１４８)乡村民众对

其并不大认可ꎬ其提拔和升迁更多地取决于上级组织的意愿ꎮ 因此面对

上级单位布置的任务ꎬ如过去未能减租之原因ꎬ此次减租的具体数字统

计时ꎬ干部们不会像传统士绅那样从村庄利益出发ꎬ而是更多地考虑如

何完成来自上级部门的指令ꎮ 为了保证在既定的期限内完成任务ꎬ各级

干部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行政强迫的方式ꎮ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ꎬ他

们为了争功绩、得奖旗、受表扬ꎬ不顾现实情况开展激进化的竞赛ꎬ没有

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ꎬ比赛谁更积极、谁更进步ꎬ此攀比现象极容易导致

“左”倾过火行为的发生ꎮ 如“四大动员”工作中ꎬ晋西北行署规定两个

月完成任务ꎬ县、区、村则层层加码ꎬ要求半月甚至一周内超额完成ꎬ强迫

命令的情况屡屡发生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ꎬ２０１５ꎬ“晋绥”:１６９)特别

是与减租减息运动相伴随的往往是交纳公粮和征兵工作ꎬ“晋西北在

１９４４ 年参加主力军的新战士中ꎬ８０％是减租减息后翻身的农民”ꎮ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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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地方志办公室ꎬ２０１５ꎬ“晋绥”:２１７)

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忠诚度ꎬ体现对国家意志的贯彻程度ꎬ干部们

宁可对地主富农狠一点ꎬ也不愿担当包庇地富的罪名ꎬ特别是整风运动

让干部开展反省ꎮ １９４４ 年下半年ꎬ平顺二区召开主要村干部反省会 ５５

次ꎬ５２２ 人参加ꎻ一般村干部反省会 ２８ 次ꎬ５９３ 人参加ꎻ一揽子反省会 ３３

次ꎬ１ꎬ０２９ 人参加ꎮ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ꎬ１９８５:６５０—６５１)平

顺路家口村长王任印检讨说:“我是疮好忘了痛ꎬ现在有地有房ꎬ今年收

了好秋ꎬ我没困难了ꎬ还当了村长ꎬ就认为已彻底了ꎬ我对不起大家ꎮ”说

完哭起来了ꎮ 政治主任郭双龙反省说:“我也是租种地的ꎬ八路军救我起

来ꎬ我光想闹好自己的时光ꎬ没照顾大家ꎮ 去年处理租地问题ꎬ违背法

令ꎬ偏心地主ꎬ还罚佃户十个工忘记了地主和我要租时是怎样的难

过ꎮ 现在我太对不起大家ꎬ就是我的不对ꎮ”说完也哭起来了ꎮ 武委会指

导员说:“我想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管ꎬ可是我被大家救起来的又不管大

家是不对的ꎮ”(«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ꎬ２００７[１９４５]:７７３—

７７４)内外部压力越是增大ꎬ干部们越是要表明自己的阶级立场ꎬ这也推

动了对地富乱打、乱杀、乱没收现象的出现和逐步升级ꎮ 许多过激行为

的发生与干部的“左”倾思想不无关系ꎮ

干部们对做思想工作缺乏耐心ꎬ把先抢后斗当作发动群众的重要法

宝ꎬ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也助长了部分农民的过火行为ꎮ “区村干部ꎬ尤

其是村干部ꎬ自私、行政命令、不民主的现象ꎬ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ꎮ”

(«边区参议会对边区政府工作的决议»ꎬ１９９０[１９４５]:３３９)有些地方ꎬ干

部为了发动群众ꎬ以到地主家吃饭相号召ꎬ太行区“阳城有的分委罚老财

请四五十穷人吃饭ꎻ弄出具甘结ꎬ永远不许干涉村政ꎬ不管村政好坏ꎮ”

(«巡视晋豫特委各县工作的总结»ꎬ１９８９[１９３９]:４２)１９４２ 年ꎬ兴县共吃

地主 ４４ 户ꎬ富农 ４ 户ꎬ中农 １０ 户ꎬ共吃小米 ７４.７７ 石ꎬ猪肉 ５７０ 斤ꎬ酒 １８

斤ꎮ («晋绥边区行署:减租材料———各县报告摘录»ꎬ１９４３)干部们不愿

做细致的启发教育工作ꎬ而是采取一些极端行为ꎬ妄图把地主的威风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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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下去ꎬ把农民的斗争勇气提升起来ꎮ 如兴县二区干部在群众要求下ꎬ

主张可在不伤皮、不露骨的原则下打人ꎬ二区区长还亲自动手打地主ꎮ

尽管“在斗争方式上强调民主说理ꎬ培养密切联系群众而又会依法说理

的积极分子ꎬ避免打人骂人ꎬ徒遭反感并无实惠的许多刺激地主的方式ꎬ

事实上这对发动群众并无任何好处”ꎮ («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贯彻减租

运动的指示»ꎬ１９８８[１９４４]:１９６)但是ꎬ由于基层干部理论水平有限ꎬ对政

策文件研究不透ꎬ“工作作风的呆板迟滞” («太岳全区工作的总结与计

划»ꎬ１９８９[１９３９]:５４)ꎬ不“耐烦”去发动和组织群众ꎬ而是更乐意通过互

相效仿来推动运动的进行ꎮ “目前下面的现象ꎬ我们干部的蛮干ꎬ脱离群

众自己打人、捆人、罚人、骂人的现象是相当严重的事实ꎮ”(李大章ꎬ１９８９

[１９４３]ꎬ１９５)不经法庭审判ꎬ随意逮捕、扣押、殴打、处死地主富农的现象

也是有的ꎮ

部分基层干部以权谋私的行为也阻碍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顺利开展ꎮ

“农民干部是官僚化、腐化ꎬ命令就是领导ꎬ自高自大ꎬ家庭观念重ꎬ散漫、

自私、不爱学习ꎮ”(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ꎬ１９８９:１４８)“有些地方还

受着历史的影响(宗派主义)的限制”ꎬ三个分委“生活严重堕落”ꎮ («灵

石县四三年(群)工作汇报»ꎬ１９４３)有的干部打击报复给自己提意见的群

众ꎬ有的干部因私人恩怨借机整垮过去的仇人ꎬ有的干部为了多拿多占

而扩大斗争对象ꎬ有的干部为了掩饰贪污行为杀人灭口(但关于斗争果

实的具体分配ꎬ还没有看到翔实的资料)ꎮ 如 １９４２ 年ꎬ太行区襄垣县 １２

个村共有族地、汉奸土地等 ５ꎬ５０６.４ 亩ꎬ但这些土地的分配不很公道ꎬ２１７

户中农分得 １ꎬ１０９ 亩土地ꎬ６７９ 户贫农分得 ３ꎬ３４０ 亩土地ꎬ１５１ 名退伍军

人分得 ７２９ 亩土地ꎬ其他机关、部队、干部、民兵分得 ４１７ 亩土地ꎮ “中农

得地者ꎬ里面有好多是干部及党员ꎬ有些是富裕中农、抗属ꎬ数量既过于

平均ꎬ而远近好坏地上还有问题ꎬ有的贫农无劳动力者反分的是远地ꎮ”

“好多地方分配果实是干部多ꎬ党员次之ꎬ积极分子与民兵又次之ꎬ落后

群众最少ꎬ潞城有的地方甚至按努力干部ꎬ跑腿干部ꎬ说话的、举手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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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分配ꎮ 在罚款退款当中也有若干贪污现象ꎮ”(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

委会ꎬ１９８７:１３１—１３２)农民觉得斗争占用了时间、花费了功夫ꎬ却没有捞

到什么油水ꎬ还不如在自己家地里“刨闹”ꎮ 基层干部的腐化变质也大大

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ꎬ群众运动因此表现消沉ꎮ 政府采取措施紧急

刹车ꎬ“必须确定村级没有罚人的权限ꎬ禁止乱罚现象ꎬ杜绝干部、党员发

横财的心理ꎮ”(晋冀豫区党委ꎬ１９８９[１９４３]:２０３) “打人、骂人、吹牛、支

使老百姓送信、要差等行为必须停止ꎮ” («(太岳)关于目前各阶级状况

及群众工作初步研究结论»ꎬ１９４４)

(四)“运动”起来的农民容易失控脱序

自古以来ꎬ农民怀有“种地交租”“借债背利”(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

编委会ꎬ１９８９:１７４)的“良心论”以及“人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ꎮ

认为向地主交纳租息天经地义ꎬ动地主土地“伤天害理”ꎻ有福没福命里

注定ꎬ分别人的田要生病ꎮ “有的同地主‘摆不破脸’”ꎬ“有的说:‘贫富

不差在这上头’ꎬ有的说:‘生就的受罪命ꎬ就别想享福’”ꎮ («平定县政

府、抗联贯彻减租政策的初步总结报告»ꎬ１９４４)而且地主的土地财产是

其勤劳所得ꎬ是他们羡慕效仿的榜样和今后发展的目标ꎮ “因为中国多

数农村阶级分化并不明显ꎬ血缘关系、亲族关系邻里关系ꎬ以及众多

地主和佃户之间相互依存的利害关系ꎬ加上传统的习俗和礼教约束等

等ꎬ使得多数农民对地主很少产生自发的仇视心理ꎮ” (杨奎松ꎬ２０１５:

９９—１００)“他们宣扬这样的观点:由于习俗、邻里关系、亲属关系和种族

等原因ꎬ富人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工作、土地、信贷以及施舍ꎮ” “他们谴责

那些冷酷无情地只关心利润而破坏了穷人所认为的合理预期的人ꎮ”

([美]詹姆斯Ｃ斯科特ꎬ２０１６:２８４)年成不好时ꎬ地主应该减租ꎻ自己

有病有灾时ꎬ地主应该借钱ꎮ 这是弱者的“道义经济学”ꎮ

面对受传统道德熏陶的“伦理本位”社会ꎬ布满血缘、地缘网络的“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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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ꎬ如何在农民头脑中嵌入被剥削意识ꎬ打破农民“良心下不去”的

旧观念ꎬ是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ꎮ 为了让农民产生阶级觉悟ꎬ学

会以阶级反抗的眼光看问题ꎬ必须消解村庄共同体固有的价值秩序ꎬ让

“差序格局”中的农民产生被剥夺感ꎬ滋生社会怨恨ꎬ从而最终彻底翻转

传统伦理观念ꎮ 这其实是一个价值伦理的再造过程ꎮ 但晋民性俗ꎬ“民

性温和易于统治”ꎮ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ꎬ１９８９:９４)他们对政府

有依赖思想ꎬ“只想吃现成饭”(«平定县政府、抗联贯彻减租政策的初步

总结报告»ꎬ１９４４)ꎬ等待“恩赐”的心理严重ꎮ 此外ꎬ还存在“变天”的顾

虑ꎬ“怕共产党八路军走了地主打报复” («平定县政府、抗联贯彻减租政

策的初步总结报告»ꎬ１９４４)ꎬ希望避免矛盾和冲突ꎮ 或者明减暗不减ꎬ或

者把减掉的租息偷偷送回去ꎬ解释是“八路”要分你的东西ꎬ以致出现了

双减“夹生饭”和减后复增的现象ꎮ

为了让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下去ꎬ发挥贫民团、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

的领导作用ꎬ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和群众领袖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ꎮ

对于谨慎而从众的个体农民来说ꎬ通过积极分子的组织引导ꎬ就可以影

响和带动中间分子ꎮ 人数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足以形成“群胆”ꎬ敢于和

地主阶级进行说理斗争ꎬ减少他们反攻倒算的后顾之忧ꎮ 最先被动员起

来的往往是一些生活在底层的、没有多少话语权的“边缘人”ꎬ他们的道

德品质即使没被一般村民所怀疑ꎬ其能力却至少被大家所质疑ꎮ 为村民

所轻视的“草根”突然被拉进了政治权力的中心ꎬ并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

者ꎬ不但其威信大打折扣ꎬ就是其工作能力亦不被认可ꎬ更遑论他们的人

品ꎮ 村庄内的积极分子良莠不齐ꎬ里面充斥着“光棍” “二流子”之类的

角色ꎬ在运动中浑水摸鱼、投机取巧ꎮ 他们滥用权力ꎬ对挖浮财尤为热

衷ꎬ害怕报复而对他人斩尽杀绝ꎮ 这也是导致“左”倾过火行为出现的一

个不可忽视的因素ꎮ

减租减息运动不只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ꎬ进一步发动农民支援战

争ꎬ它还体现为阶级关系和思想观念两个方面的大变革ꎬ这也是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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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地主和平“献田”的一个原因ꎮ “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ꎬ

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ꎬ要行动ꎮ

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ꎬ并且断绝了退路ꎮ” ([美]莱曼范

斯莱克ꎬ１９９８:７４６)只有当农民的角色由观众转化为演员时ꎬ广泛的群众

运动才算真正地开展起来了ꎮ 从对贫困农民“访痛苦” “腾肚子”开始ꎬ

到组织他们进行诉苦反省ꎬ再到对地主展开面对面的斗争ꎮ 在运动的每

一个具体环节ꎬ工作人员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ꎬ并运用了极为娴熟的动

员技巧和斗争策略ꎮ “人们带着理性逻辑抨击弊端还得再添加上情

感主义和神秘主义因素ꎬ给人们的行动注入动力ꎬ才能达到目的ꎮ”“情感

主义逻辑释放了被压抑百年的激情ꎬ导致人们歇斯底里地放纵情感ꎮ”

([法]古斯塔夫勒庞ꎬ２０１５:９)裴宜理在谈及中国革命时ꎬ也特别阐明

了情感能量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ꎮ 共产党强调每个党员对情感工作所

负的责任ꎬ由于“提高情绪” (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ｒａｉｓｉｎｇ)而激发的奉献精神是坚持

抗战到底的一个关键因素ꎮ 共产党人鼓励民众公开表达愤怒、恐惧和羞

愧等感情ꎬ国民党则致力于培养“品格高尚的个性”和“果敢的意志”ꎬ其

重点不在情感ꎬ而是在伦理学ꎮ (裴宜理ꎬ２００５)

“群众运动一般都要经过一个从犹疑、尝试ꎬ到兴奋、亢奋的演进过

程ꎮ”(王奇生ꎬ２０１６:２８６)“过去和地主私下了结的一部分佃户ꎬ觉悟程度

提高了ꎬ要求和地主重新算账ꎮ 一个佃户说ꎬ过去不知道法令ꎬ叫地主骗

了ꎬ太吃亏ꎬ现在要和他算一算ꎬ许多佃户都要求重新算ꎮ 但干部们说时

机已经过去了ꎬ最好不算旧账ꎬ慢慢来吧ꎮ”(«太岳一地委减租前后变化

情况及调查材料»ꎬ１９４５)地主提出:“你们照顾我的生活吧ꎮ”说着哭着ꎬ

群众(说):“我们哭时比你更凶ꎮ” («平遥、霍县、灵石、赵城查减工作总

结»ꎬ１９４５)每斗争一次地主ꎬ旧有权力的束缚就被割断一层ꎬ对传统习俗

的依赖也就减少一层ꎮ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ꎬ原先“温情脉脉”的乡村共

同体被撕裂ꎬ昔日的士绅、地主被斗垮ꎬ农民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最后一丝

敬畏也随之消除了ꎮ “比如给地主脸上抹黑、抹狗屎、抹大粪ꎬ叫地主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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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两人对面而立ꎬ你唾他ꎬ他唾你(如三分区□村)ꎻ把地主皮袄脱了ꎬ放

在厕所墙上ꎬ或是要他蹲在院里ꎬ叫做‘冻地主’ (如静乐□□村)ꎻ把地

主的袜鞋脱了ꎬ要他在雪地上走ꎬ叫做‘走雪山’ (如兴县碾子村)ꎻ或是

把地主拉倒ꎬ两个人提起两只脚满院里磨ꎬ叫做 ‘拉倒磨’ ( 二分区

□□)ꎮ”(«晋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材料»ꎬ１９４５) “打破‘讲良心’、‘靠命

运’和‘□地的正统观念’ꎬ肃清‘怕事情’、‘怕斗争’、‘怕惹祸’等软弱的

性情ꎬ把封建迷信、地主资产阶级给群众思想上的全套遗毒一扫而光ꎮ”

(«平定县政府、抗联贯彻减租政策的初步总结报告»ꎬ１９４４)于是ꎬ此前曾

被认为“伤天害理”的行为ꎬ现在则成了革命的“天经地义”ꎮ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ꎬ彭真指出ꎬ“群众已经起来后最危险的是左的倾向”ꎮ

“在基本群众已经翻身ꎬ根据地已经巩固之后ꎬ最危险的ꎬ足以危害统一

战线及根据地之巩固的ꎬ已经不是右的危险ꎬ而是社会政策中左的倾

向ꎮ”(彭真ꎬ１９８８[１９４１]:７４)对农民而言ꎬ村庄内的暴力一旦开始ꎬ就会

进入“自我强化”的循环ꎬ不断强化ꎮ (廉如鉴ꎬ２０１５)几千年来ꎬ农民具有

均平主义的观念ꎬ“不患寡而患不均”ꎬ利益的强行再分配政策唤醒了他

们潜意识深处的平均主义情结ꎬ不劳而获的利益期待则加重了他们的这

种观念ꎮ 分到的土地可能会收回去ꎬ而没收的浮财则无法再追回ꎬ这也

是为什么农民对浮财比对土地更感兴趣的又一原因ꎮ “利上加利ꎬ无中

生有ꎬ想把地主一下搞光ꎬ这是一种农民的报复性ꎮ”(«(太岳)一地委大

川、钦安同志关于群运、减租减息等问题的会议发言及情形材料»)而每

一次浮财的获得会导致对下一次浮财更大的期许ꎮ 由于害怕报复ꎬ农民

不做则已ꎬ做就要“做绝”ꎻ不斗则已ꎬ斗就要“斗死”ꎮ 这也是导致“左”

倾偏向出现的又一因素ꎮ 消极保守的农民成了激进好斗的农民ꎬ群众终

于实现了“自己解放自己”ꎬ“对地主撕破脸”ꎮ 中共此后的群众运动ꎬ虽

然手段、策略、技巧日趋娴熟ꎬ却始终难以摆脱这样一个“怪圈”:群众运

动初期ꎬ必须“放手”发动ꎬ才能运动起来ꎬ一旦运动起来ꎬ就难免失控ꎬ以

至每次群众运动都必“过火”ꎬ也总是在“过火” 之后ꎬ才能着手收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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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ꎬ２０１６:２８８)

“左”倾过火行为给农村带来了消极的影响ꎬ地主富农乃至部分中农

情绪低落ꎬ不事生产ꎬ杀掉牲畜ꎬ大吃大喝ꎮ 就连分到胜利果实的贫雇农

也是如此ꎬ害怕生产上去了以后被批斗ꎬ一时间分光吃光成为人们的普

遍行为ꎮ “左倾蛮干使社会过分波动” (晋冀豫区党委ꎬ１９８９ [１９４３]:

２０５)ꎬ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降低ꎮ

五、结语

从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展过程看ꎬ“左”倾偏向几乎是贯穿始终的ꎬ只

不过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已ꎮ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ꎬ减租减息运动的过

程就是克服“左”倾偏向的过程ꎮ (徐建国ꎬ２０１５:１０１)中央密切关注根据

地的发展态势ꎬ先后颁布一系列政策、决定给予具体指导ꎬ各根据地也积

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ꎮ 相比较而言ꎬ无论是在范围还是程度上ꎬ华中根

据地出现的“左”倾偏向都比华北小得多ꎮ

在山西乃至整个华北ꎬ租佃关系都不占据普遍的位置ꎬ借贷关系业

已处于停滞的地步ꎮ 单纯的减租减息获益的范围有限ꎬ特别是中农对此

兴趣不大ꎮ 只有把减租减息运动与反贪污、反恶霸、反维持、反黑地、反

汉奸斗争相结合ꎬ才能把汪洋大海般的小农动员起来ꎬ才能获得源源不

断的人力、兵力、物力、财力资源ꎬ去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ꎮ 在山西

根据地农民平均皆穷的状态下ꎬ利用“清算旧账”的口号没收并分配了地

主的土地、浮财和房子ꎬ不仅佃农和雇农从中得益ꎬ贫农和中农也从中获

益ꎮ “刨穷根算旧账”几乎囊括了“农民所有的诉求和不满”ꎮ ([美]胡

素珊ꎬ２０１４:２２９)这说明了在人地比例失调、乡村资源不足、农民生活贫

困的状态下ꎬ“左”倾过火行为屡屡发生的资源性困境ꎮ

山西根据地固然存在贫富分化和对立ꎬ但由于租佃关系极不发达ꎬ

主要剥削方式是捐税而不是地租ꎬ“纳税而不交租、不佣工的自耕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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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机器的矛盾要比与地主和雇主的矛盾尖锐得多”ꎮ (黄宗智ꎬ

２０１４:２６０)“历史上的民变虽屡有发生ꎬ但主要是反抗当局及其税收ꎬ很

少对准地主富农ꎮ”(李金铮ꎬ２０１４:２９８)光靠减租减息很难发动没有租佃

借贷关系的大多数农民ꎬ但一定会有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借用ꎮ 无论是

宣传动员阶段ꎬ还是普遍开展阶段ꎬ抑或是深入查减阶段ꎬ中央一直强调

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彻底执行和普遍开展ꎬ并把此定性为严重的右倾错

误ꎬ在党内形成了宁“左”勿右的思想ꎮ 不是在事先限制“左”倾行为ꎬ而

是在群众发动起来后再纠“左”ꎬ甚至“左”亦不需要纠正ꎮ

具体执行政策的基层干部与传统士绅不同ꎬ其威望并非其学识和能

力的积淀ꎬ而是共产党授权和任命的结果ꎮ 能力平庸的部分干部为了展

示自己的政治忠诚度ꎬ不顾租佃借贷现实条件制约ꎬ在政治压力下盲目

攀比工作业绩ꎬ开展激进化的“打擂台”竞赛ꎮ 部分干部处于文盲半文盲

状态ꎬ对政策文件解读能力较差ꎬ甚至缺乏对上级指示传达的能力ꎬ工作

作风简单粗暴ꎮ 部分干部自身素养缺失ꎬ在运动中公报私仇、借机整人、

贪污腐化ꎬ不经法庭审判ꎬ随意捕人杀人ꎬ害怕报复制造绝户ꎮ “一般农

民干部都有很浓厚的农民意识ꎬ并且日益腐化ꎬ认为他们现在是做官了ꎮ

没有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来为群众爱戴的领袖为中心的领导者ꎮ”

(«晋冀豫区群运工作总结报告»ꎬ１９８９[１９３９]:２１０)少数民兵也出现了

流氓化的趋势ꎬ一些“左”倾过激行为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ꎮ

“差序格局”下的农民具有“良心”论、“天命”论等传统伦理道德以

及怕“变天”的顾虑ꎬ“熟人社会”网络下的农民抹不开脸面ꎮ “农民们并

不那么受关于阶级关系的‘神秘化’的支配ꎻ他们不需要局外人帮助他们

认清每天体验着的不断增长的剥削情况ꎮ 这并不意味着局外人无足轻

重ꎮ 相反ꎬ他们对农民运动常常起着关键作用ꎬ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说服

农民相信自己是受剥削的ꎬ而是因为在剥削条件下ꎬ他们提供了帮助农

民行动起来的动力、援助和超地方组织ꎮ” ([美]詹姆斯Ｃ斯科特ꎬ

２０１７:２２３)农民一旦被“运动”起来ꎬ又极易形成群氓心理ꎬ不斗则已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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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一斗到底”ꎮ 清算斗争也助长了部分农民“光想共产ꎬ不想动弹”的

“发横财”的思想ꎮ 特别是分浮财ꎬ不必等到下一个收获季节ꎬ立马就可

取得实实在在的经济获益ꎬ激发了他们及时满足的心理欲望ꎮ 失控的群

众运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减租减息斗争的脱序ꎮ

在减租减息运动中ꎬ地主大量地出售和典出土地ꎬ贫农和部分中农

大量地购进土地ꎬ中农的比重大幅度增长ꎬ实现了社会的“扁平化”ꎮ 清

算斗争除了给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ꎬ还给普通百姓以政治上的获

益ꎬ通过“刨穷根算旧账”ꎬ“使农民了解劳动者是世界的主人”ꎮ (齐武ꎬ

１９５７:１２１)没有话语权的农民有了公民权、地位、身份ꎬ长期处于社会底

层的人在政治上翻了身ꎬ打破了地主豪绅的乡村特权地位ꎬ以至于加入

农会的农民认为自己是“当官了”ꎮ 另外ꎬ在农村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ꎬ

如老人、妇女、儿童等ꎬ也具有了发言权ꎬ获得了平等、尊重和自主感ꎮ 通

过给予经济、政治及精神需求的满足ꎬ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各个阶层进

行了强有力的动员ꎬ实现了对乡村资源的有效汲取ꎬ为山西敌后根据地

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保障ꎬ并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胜利ꎮ

参考文献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１９９７):«中国共产党与山西抗战»ꎬ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２０１１):«民国山西史»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２０１５):«晋绥革命根据地史»ꎬ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２０１５):«太岳革命根据地史»ꎬ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２０１２):«民国山西实业志»(上)ꎬ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ꎮ

郑会欣主编(２０１０):«战前及沦陷期间华北经济调查»(上)ꎬ天津:天津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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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ꎮ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土地问题报告记录»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载于建嵘主

编(２００７)«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一卷)(１９１２—１９４９)(下册)ꎬ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ꎮ

«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１９３７ 年 １ 月)ꎬ载李文海主编(２０１４) «民国时期

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ꎮ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１９８７):«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

问题»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ꎮ

«赵家川口调查材料»(１９４２ 年)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１４１－１－

１３１－１ꎮ

«黑峪口调查:人口与劳动力变化»(１９４２ 年)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案

号 Ａ１４１－１－９８ꎮ

赵秀山主编(２０１７):«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ꎬ北京: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ꎮ

刘欣主编(１９８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ꎬ太原:山西人

民出版社ꎮ

邹枋(１９３４):«中国田赋附加的种类»ꎬ«东方杂志»３１ 卷 １４ 号ꎬ载于建嵘主

编(２００７)«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一卷)(１９１２—１９４９)(下册)ꎬ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ꎮ

刘容亭(１９３３):«山西阳曲县二十个乡村概况调查之研究»ꎬ载李文海主编

(２０１４)«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ꎮ

刘容亭(１９３３):«山西阳曲县三个乡村农田及教育概况调查之研究»ꎬ载李文

海主编(２０１４)«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ꎬ福州:福建教育

出版社ꎮ

«全国土地委员会有关农业生产各项统计(四则)»(１９３２ 年 １ 月)ꎬ载于建嵘

主编(２００７)«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 (第一卷)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 (下册)ꎬ北

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ꎮ

武寿铭(１９３５):«太古县贯家堡村调查报告»ꎬ载李文海主编(２０１４)«民国时

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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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朝辉(２０１０):«富农与新富农———２０ 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

角»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ꎮ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

(１９８８):«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ꎬ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ꎮ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１９９３):«太岳革命根据地简史»ꎬ北京:人民出

版社ꎮ

黄韦文:«关于根据地减租减息的一些材料»ꎬ«解放日报»ꎬ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ꎮ

魏宏运主编(１９９０):«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第一辑)ꎬ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ꎮ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 (１９４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载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１９８８)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ꎬ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ꎮ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６ 日)ꎬ载于建嵘主

编(２００７)«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一卷)(１９１２—１９４９)(下册)ꎬ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ꎮ

陈廷煊(２００７):«抗日根据地经济史»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ꎮ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２０１５):«太行革命根据地史»ꎬ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ꎮ

李大章(１９４３ 年 ２ 月):«过去群众工作的简单回顾与今后的工作方针———

在太行分局高干会上的报告»ꎬ载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１９８９) «太行革命

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ꎮ

«(太岳)一地委大川、钦安同志关于群运、减租减息等问题的会议发言及情

形材料»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１３－６－４－８ꎮ

«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贯彻减租运动的指示» (１９４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ꎬ载«中

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１９８８)«中

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ꎬ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ꎮ

«平定县政府、抗联贯彻减租政策的初步总结报告» (１９４４ 年)ꎬ山西省档案

馆馆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１６２－２－６９－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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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武(１９５７):«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晋冀

鲁豫边区概况»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ꎮ

[美]莱曼范斯莱克:«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ꎬ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ꎬ载费正清、费维恺编(１９９８)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ꎬ刘敬坤等译ꎬ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ꎮ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左权群众斗争群众运动的各种统计数字»ꎬ山西省档案馆馆

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１６６－１－５２－２ꎮ

[日]石岛纪之(２０１６):«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

主义»ꎬ李秉奎译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ꎮ

徐建国(２０１５):«减轻封建剥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ꎬ石家庄:河

北人民出版社ꎮ

夏明方(２０００):«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ꎬ北京:中华书局ꎮ

[美]李丹(２００９):«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ꎬ张天虹、张

洪云、张胜波译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ꎮ

黄宗智(２０１４):«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

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卷一))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ꎮ

«左权县 １９４２ 年群众斗争总结表»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１６６－

１－５８－１ꎮ

«(晋绥)各分区土改、供给等问题的材料»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２１－３－１－１ꎮ

«(晋西北)减租减息与赎地»(１９４２ 年 １０ 月)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案

号 Ａ８８－３－１０－２ꎮ

«晋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材料»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

案号 Ａ２１－３－５－２ꎮ

黄道炫(２０１２):«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１９３３—１９３４)»ꎬ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ꎮ

张雄:«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大众日报›专论»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 ７ 日)ꎬ

载«中国的土地改革» 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

(１９８８)«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ꎬ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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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太行区党委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载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１９８８)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ꎬ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ꎮ

«中共晋察冀分局关于彻底实行减租政策的指示»(１９４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载

«中国的土地改革» 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

(１９８８)ꎬ«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ꎬ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ꎮ

«平定县政府、抗联关于继续贯彻减租政策ꎬ进一步发动群众的讨论总结»ꎬ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１６２－２－６９－４ꎮ

周锡瑞:«“封建堡垒” 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ꎬ载冯崇义、古德曼编

(１９９８)«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ꎮ

李里峰(２０１７):«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 １

期ꎬ第 ５ 页ꎮ

王先明(２００９):«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２０ 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

命话语与乡绅权力»ꎬ«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１ 期ꎬ第 ９５ 页ꎮ

«名人传略»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２２－１－４－１ꎮ

王先明(２００５):«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ꎬ«近代史研究»第 ２ 期ꎬ第 ２６３ 页ꎮ

岳谦厚、董春燕(２００９):«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

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ꎬ«安徽史学»第 １ 期ꎬ第 ３８ 页ꎮ

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１９８５):«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

编»(河南部分)(三)ꎬ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ꎮ

«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 ( １９４５ 年 ２ 月 １ 日)ꎬ载于建嵘主编

(２００７)«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第一卷)(１９１２—１９４９)(下册)ꎬ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ꎮ

«边区参议会对边区政府工作的决议»(１９４５ 年 ３ 月)ꎬ载太行革命根据地史

总编委会(１９９０)«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四:政权建设»ꎬ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ꎮ

«巡视晋豫特委各县工作的总结»(１９３９ 年 １ 月)ꎬ载山西省档案馆编(１９８９)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二卷)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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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绥边区行署:减租材料———各县报告摘录» (１９４３ 年)ꎬ山西省档案馆馆

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８８－３－１３ꎮ

«太岳全区工作的总结与计划»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ꎬ载山西省档案馆编(１９８９)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二卷)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ꎮ

«灵石县四三年(群)工作汇报»(１９４３ 年 ６ 月)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

案号 Ａ１５５－１－２－２ꎮ

«(太岳)关于目前各阶级状况及群众工作初步研究结论»(１９４４ 年)ꎬ山西省

档案馆馆藏档案ꎬ档案号 Ａ１３－６－２－２ꎮ

晋冀豫区党委:«群众工作指示»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 １ 日)ꎬ载太行革命根据地史

总编委会(１９８９)«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七:群众运动»ꎬ太原:山西人民出

版社ꎮ

杨奎松(２０１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 １»ꎬ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ꎮ

[美]詹姆斯Ｃ斯科特(２０１６):«弱者的武器»ꎬ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ꎬ

南京:译林出版社ꎮ

[美]莱曼范斯莱克:«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ꎬ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ꎬ载费正清、费维恺编(１９９８) «剑桥中华民国史» (下)ꎬ刘敬坤等译ꎬ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ꎮ

[法]古斯塔夫勒庞(２０１５):«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ꎬ倪复生译ꎬ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ꎮ

裴宜理(２００５):«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ｉｓｉｘｉａｎｇ.ｃｏｍ /

ｄａｔａ / ６６７１.ｈｔｍｌꎮ

«太岳一地委减租前后变化情况及调查材料»(１９４５ 年)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

档案ꎬ档案号 Ａ１３－６－４－４ꎮ

«平遥、霍县、灵石、赵城查减工作总结»(１９４５ 年)ꎬ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ꎬ

档案号 Ａ１３－６－３－４ꎮ

彭真(１９４１):«论晋察冀边区的土地政策»ꎬ载«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１９８８)«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ꎬ北

京:国防大学出版社ꎮ

廉如鉴(２０１５):«土改时期的“左”倾现象何以发生»ꎬ«开放时代»第 ５ 期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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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 页ꎮ

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ꎬ载王建

朗、黄克武编(２０１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ꎮ

徐建国(２０１５):«减轻封建剥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ꎬ石家庄:河

北人民出版社ꎮ

李金铮(２０１４):«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ꎬ北京:人民出

版社ꎮ

«晋冀豫区群运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ꎬ载山西省档案馆编(１９８９)

«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二卷)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ꎮ

[美]胡素珊(２０１４):«中国的内战:１９４５—１９４９ 年的政治斗争»ꎬ启蒙编译所

译ꎬ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ꎮ

[美]詹姆斯Ｃ斯科特(２０１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

存»ꎬ程立显、刘建译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ꎮ

张启耀(２０１３):«民生维艰:田赋负担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二十世纪前期

的山西为范围»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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